崔氏赋中的言志赋 by 李芸华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了延续。史载崔骃“博学有伟才” [2](P1708)，十 三 岁已 通
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及古今训诂百家之言。大概十五岁
左右，他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读书，并因潜心典
籍、善于作文而与班固、傅毅同时其名。十多年后，留
滞太学的他仍不遑仕进之事， 故为当时人所讥讽。于
是，崔骃作《达旨》以表明自己的志向。⑥《艺文类聚》卷
二五所录是文开首有一段作者的小序：“往者扬雄设
言，客有难玄之尚白，应以战国之士，若范、蔡、邹衍，
垂衅相倾，狂曜诸侯，以干浊世之宠，或人亦有睹我之
澹泊，故比方昔问以难余，余略依前训以报焉。”[7](P459)
往昔扬雄因重视学问甚于为官而为人所讥笑，今者崔
骃遭逢类似的处境，他的赋篇中有一些句子像是从扬
雄的《解嘲》中衍化而来，从这一点来看，他写作《达
旨》一定受过《解嘲》的启发。⑦不过，据华峤《后汉书》
记载：“骃讥扬雄，以为范、蔡、邹衍之徒，乘衅相倾，诳
曜诸侯者也，而云‘彼我异时’。又曰窃赀卓氏，割炙细
君，斯盖士之赘行，而云‘不能与此数公者同’，以为失类
而改之也。”[2](P1709)就赋文的立意来说，崔骃并不承认他对
扬雄有所继承。
与对问类赋通常采用的形式相同，赋的作者先借
“客”之口表明对“主”的行为的不理解，这种不理解在盛
赞“主”之后才表达出来，从而造成一种期望与现实的强
烈反差。不过，无论“客”是称赞还是贬损，都直接或间接
地肯定了“主”的行为。这里，“主”即作者本人。比如在
《达旨》中，“客”先是极力称赞“主”熟读经籍，议论宏深，
胸怀治道之术，求索幽远玄妙之境。紧接着指出“主”既
不于朝廷结党连派，也不对庶人轻慢不敬，而是特立独
行，与道德、先贤为师为友的错误行为。最后，对“主”怀
抱才能却久未做官而感到疑惑。
今子韫椟《六经》，服膺道术，历世而游，高谈有
日，俯钩深于重渊，仰探远乎九乾，穷至赜于幽
微，测潜隐之无源。然下不步卿相之廷，上不登
王公之门，进不党以赞己，退不黩于庸人。独师
友道德，合符曩真，抱景特立，与士不群。……
胡为嘿嘿而久沉滞也？[1](P443)
针对“客”的质询，“主”以坚持自己的原则为由进行
辩解：“子苟欲勉我以世路，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。”[1](P444)
他先历数天地初创、帝纪始制之后，从神农氏、炎帝、帝
喾至夏、商、周三代以来，社会风尚由坚持道义向“通变”
发展，并用无泽、许由、巣父、伯成子高、鲍焦、接舆、柳下
惠、伊尹、傅说、吕尚取舍不同、各有所尚的故事，说明
“道无常稽，与时张弛。失仁为非，得义为是。君子通变，
各审所履”[1](P444)的道理。接着，“主”以皋陶陈谋、张良献
策、陈平解围为例，道出自己出仕与否取决于“急时”和
“公心”：
与其有事，则褰裳濡足，冠挂不顾。
人溺不拯，则非仁也。
当其无事，则躐缨整襟，规矩其步。
德让不修，则非忠也。
是以险则救俗，平则守礼，举以公心，不私其体。[1](P444)
在随后的篇章里，“主”用热情的笔调描绘他所处的
时代是“朴以皇质，雕以唐文，六合怡怡，比屋为仁”[1](P444)，
“家家有以乐和，人人有以自优”[1](P445)，在这种统一安定
的环境中，英雄、贤士与普通百姓的差异就被抹杀了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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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“方斯之际，处士山积，学者川流，衣裳被宇，冠盖云
浮”[1](P445)，自己谨守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[8](P67)的训诫，
出处进退都以“道”为准则。他认为以柔顺取媚于人而
获得提拔的行为是可耻的，以自我吹嘘、卖弄才智求
得禄位亦是不明智的选择，而为己谋求私利，趋时劳
作，以利益为准去结交朋友，更是他所不屑的。在赋的
结尾，他用一种毫无忧虑的平静心态展开“自白”：
先人有则而我弗亏，行有枉径而我弗随。
臧否在予，唯世所议。
固将因天质之自然，诵上哲之高训；
咏太平之清风，行天下之至顺。
惧吾躬之秽德，勤百亩之不耘。
絷余马以安行，俟性命之所存。[1](P445)
当然，以上文句不仅是“主”对自我的评价，也是
崔骃个人情志的真实表达：不遗余力地提高道德修
养，净化自己心灵的污秽，在安静自足中等待生命本
质的呈现。为此，他略显激动地连用十六则典故，以孔
子、晏婴、曹刿、卞严、范蠡、伍子胥、鲁仲连、申包胥、
唐且、甘罗、赵衰、赵盾、季札、柳下惠、颜回、程婴的事
迹为例，表达自己愿意承续先贤德行与事业的决心。
《达旨》不仅文辞华美，句式整赡，而且出现了集
束式的征事用典，⑧故刘勰评其为“吐典言之裁”[9](P96)。
《达旨》清楚地表现出从东汉前期开始，作为本时代主
要文学样式的“赋”，其写作已不可避免地“据事以类
义，援古以证今”[9]P234，甚至因经学的影响而“自托于先
圣之经典，结心于夫子之遗训”[10](P7)，从而极大地弱化
了个人情绪表达的具体化。与《慰志赋》的自传性相
比，《达旨》 叙述的只是人生某一阶段的精神状态。自
章帝元和元年（公元84年）始，崔骃作品中颂美明君贤
臣、彰显文治武功的成分大为增加，已透露出仕进之
意，而在太学的最后几年，崔骃颇为困乏，与《达旨》
中不遑仕进、澹泊无求的形象已不相符。⑨不过，能追
随初心二十多年之久，想必他在写作《达旨》时，必定
将之视为个人情志的真实表达。这一点，在其孙崔萛
的《答讥》中得到了继承。
与《达旨》类似，《答讥》通过对非议出世者进行
回答，并对入世者提出非议，来表明作者的志向所在。
与父辈相比，崔萛的仕宦经历较为丰富。他做过两任
侍郎，第一次迁大将军梁冀司马，与边韶、延笃等人著作
于东观；第二次与诸儒博士共同商定《五经》。其间，他还
担任过五原太守。梁冀被杀后，崔萛因故免官，禁锢数
年。鲜卑边犯起，他被司空黄琼举荐为辽东太守。终召拜
尚书，可崔萛因世方阻乱，称病不视事，数月免归。《答
讥》出于何时已难考证，但据文意可知，当为崔萛出世后
所作无疑。而“纤芒豪末，祸亟于外。荣速激电，辱必弥
世”[1]P845之叹，想必是作者经历过宦海浮沉之后，才得出
如此深刻的结论。在《答讥》中，“客”以百里奚、管仲、宁
戚、吕尚致仕的典故，说明享天爵之誉的人应该利用一
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仕朝廷，辅佐皇帝，拯民济世，而非
隐藏学识，坚持操守，毫不动摇平素出世的志向。
今子游精太清，潜思九玄，
厉节缥霄，抗志浮云。
口愿甘而尝苦，身乐逸而长勤，
志求贵而永卑，情好富而困贫，
慕容名而失厚，思虑劳乎形神。[1](P844)
最后六句看似是“客”对出世者得不到“甘”、“逸”、
“贵”、“富”、“名”而感到惋惜，实则巧妙地讽刺了入世者
的本心。崔萛并非汲汲于功名利禄之人，史载他曾多次
谢绝三公的举荐：“父卒，隐居墓侧。服竟，三公并辟，皆
不就。……后辟太尉袁汤、大将军梁冀府，并不应。”[2](P1725)
他把贫贱富贵看得很淡，在隆重置办完父亲的丧礼后，
“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，时人多以此讥之，萛终不改，
亦取足而已，不致盈余”[2](P1731)。因此，他以“子徒休彼绣
衣，不知嘉遁之独肥也”[1](P845)驳斥了“客”的非议，认为合
乎正道的退隐才是最惬意的选择。在随后的篇章中，崔
萛举了李斯、伍子胥和文种的例子，他们虽然辅佐君王
成就了一番大业，终究免不了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。况
且这些想要拼命跻身于名利场的人们：
不揣已而干禄，不揆时而要会。
或遭否而不遇，或智小而谋大。
纤芒毫末，祸亟无外。
荣速激电，辱必弥世。[1](P845)
能力与地位的不匹配已司空见惯，即使能够获得
荣名利禄，遭到的耻辱也将终及一生乃至家世。和他的
祖父不同，崔萛的志向并非济世、俟命，而是归隐以避祸
全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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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恬履静，澹尔无求，
沉缗?壑，栖息髙丘，
虽无炎炎之乐，亦无灼灼之忧。
余窃嘉兹，庶遵厥猷。[1](P845)
崔萛少好典籍，明于政体，早年的他对于仕进并
没有这么悲观。那个时候，他作为一名实干官员，不仅
能教民纺织，发展经济，还能整厉军队，抵御边寇。他
所作的《政论》切中时要，旨在理乱，文风虽显激切峻
急，但皆源于其救弊补缺之心，故仲长统称“凡为人
主，宜写一通，置之坐侧”[2](P1725)。但是，随着东汉后期政
治情况的恶化，崔萛想要逃离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，
于是“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”[8](P161)的思
想占了上风，他所追寻的“道”转变为彻底的归隐。
崔氏的言志赋都是个人情绪的表达，只和政治
有间接的关系。随着东汉政权由强盛走向衰微，崔氏
赋中对所处时代政治教化的颂美之声逐渐匿迹。而在
表达个人情绪方面，这些篇章和扬雄的《逐贫赋》、班
固的《幽通赋》、张衡的《思玄赋》十分相似，但更为典
雅平和。同东汉文章的总体风貌相一致，崔氏的言志
赋也有“无一文不以经术”[11](P134)的特点，这与他们世代
习经的家学门风有关，表现在具体的篇章中则是大量
的征事用典。此外，受经学家法、师法的影响，崔氏的
文学创作重陈规而少创新， 甚至有模拟蹈袭之弊，譬
如崔骃的《达旨》和崔萛的《答讥》，就被洪迈指责“规
仿太切， 了无新意”、“屋下架屋， 章摹句写”[12](P88)。不
过，崔氏一门累叶文才，雅好创作，自崔篆至崔萛，“脄
藻詀秀，并擅才美，为儒林文宗。蔡邕继之，益加隽伟。
于是东京之文，比隆西汉”[13](P870)，可见其在文章上的
成就斐然可观， 并因此影响到东汉末年最为著名的
文人蔡邕。而蔡邕的出现，为东汉文坛带来了一股新
的风气，言志赋中的个人情感表达与政治评论，遂被极
佳地结合在一起。
注 释：
①严格来说，《离骚》并不属于赋，但在文体意识还不明晰的汉代，
它已被刘歆、班固归入“赋”类，况且楚辞对赋的发展确实有不小的影
响。我们研究汉代的文学，亦不能忽视当时的文学观念，故此处仍把
《离骚》看做广义的赋。
②西汉宫廷文士的地位实际上与倡优类似，司马迁曾言“文史星
历，近乎卜祝之间，故主上所戏弄，倡优蓄之，流俗之所轻也”，枚皋也有
“为赋乃俳，见视如倡，自悔类倡”的感叹。直至西汉中后期，赋家如王褒之
流，依旧被汉帝当作文学侍从养在身边，并未在政治上委以重任。有可能
正是对文士这种尴尬地位的反思， 使扬雄在后期得出赋乃 “童子雕虫篆
刻”，“壮夫不为”的结论。
③以“士不遇”为主题的赋作，西汉时有董仲舒的《士不遇赋》，东方朔
的《答客难》，司马迁的《悲士不遇赋》，扬雄的《解嘲》等。
④刘歆《遂初赋》的自述重大经历、抒发忧郁愤懑之情以及结尾的守
志不逾，同言志赋的行文布局相类似，或许影响到其后言志赋的创作。
⑤王莽改千乘郡为建新郡，改太守为大尹。
⑥关于崔骃入太学、作《达旨》的时间，见陆侃如先生《中古文学系年》
中的相关考证，姑不赘述。
⑦就行文体例而言，《达旨》为客主问答之作，其旨趣与东方朔《答客
难》、扬雄《解嘲》、班固《答宾戏》类似。此类赋虽章摹句写，规仿甚切，但其
目的与《慰志赋》一样，亦发愤表志以抒作者之怀，故本文将《达旨》、《答讥》
均视为言志之赋。
⑧西汉晚期的文章就已出现大量引用典故的现象，故刘勰有“自卿、
渊以前，多役才而不课学；雄、向之后，颇引书以助文”之论，见其《文心雕
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82页。
崔骃于章帝章和二年（公元88年）为窦宪掾属，方始离开太学，是年五
十九岁。相关考证见陆侃如先生的《中古文学系年》。
⑨西汉晚期的文章就已出现大量引用典故的现象，故刘勰有“自卿、
渊以前，多役才而不课学；雄、向之后，颇引书以助文”之论，见其《文心雕
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82页。
⑩崔骃于章帝章和二年（公元88年）为窦宪掾属，方始离开太学，是年
五十九岁。相关考证见陆侃如先生的《中古文学系年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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